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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近代化发展 

高汉成

    刑法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法律。近代刑法方面的改革始于清末，清政府一方面对一时不能废除的
原有法律进行修改，一方面按照西方近代刑法原则制定新法。民国时期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制定新刑法的
工作，逐步完成了中国刑事法律向近代的转化。 

    一、清末修订刑法 

    清末刑事法律的改革采取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的方法，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一方面，
在决定进行法律改革的情况下，必须按改革规划制定符合要求的新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通晓西法的人
材等原因，制定新法的工作短时期内又难以完成，因此删削旧法和制定新法同时并举，不能不说是一个合
理的选择。 

    （一）《大清现行刑律》 

    清末法制改革开始后，修订法律馆在进行制定新律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对原有法律进行了多次修订。
在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和三十二年两年间，先后向朝廷上奏了《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议复江督
等会奏恤刑狱折》、《虚拟死罪改为徒流折》等，废除了《大清律例》中的一些酷刑，缩小了刑讯范围，
减少了死罪条目。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新刑律草案引起很大争议、一时难以通过的情况下，
沈家本又奏请仿照日本的做法，在新刑法颁布以前，以《大清律例》为基础，制定过渡性的刑法。经过删
削而形成的《大清现行刑律》于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5月）公布。 

    该律共36卷，389条，附例1327条。与《大清律例》相比，有许多不同。第一，体例发生较大的变
化。《大清律例》采用的是《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的编纂体例，由于清末实行预
备立宪，并进行了官制改革，继续沿用这样的体例显然已不合适。于是，《现行刑律》便作了修改，删除
按六部分类的总目，直接采用次一级目录，将主文分为30门，即名例、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
仓库、课程、钱债、市缠、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盗贼、人命、斗殴、骂詈、诉
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河防。第二，减轻刑罚。该法废除了旧律中凌迟、枭
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用罚金、徒、流、遣、死，取代旧律中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并削
减了死罪条目。第三，删除了旧律中与新政不相符合的的法律规定，如禁民出海、禁止开矿等；根据社会
发展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旧律中原本没有的罪名，如破坏交通罪、破坏电讯罪、妨害国交罪、妨害选举罪
等。第四，民刑分立。对原律文中纯属民事性质的行为，如继承、户婚、田宅、钱债等方面的民事行为，
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分。第五，简化例文。《大清律例》实际是由律文和例文组成的刑法典。律文自乾
隆五年完成最后一次较大的修改后，基本定型，以后很少变化。例文则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处于不断的
变动之中。例文的修改，遵循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惯例。但由于例文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清后
期，特别是同治以后，其数量接近二千条。而且条例的内容相互重复，不法官吏经常以例文的漏洞，出入
人罪，对司法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因此，对相互冲突的例文进行修订，并对略嫌繁冗的例文进行简化
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总体上看，《大清现行刑律》仍属于旧律的范畴。第一，仍然保留了原清律中维护皇权、等级名教
的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干名犯义”、“子孙违反教令”等。第二，仍然保留了维护礼教的“服制
图”。第三，具有进步色彩的近代刑法原则基本没有吸收和体现出来。可以说，《大清现行刑律》是一部
经过改良的旧法典。由于清王朝的迅速灭亡，这部法典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但其民事部分在民国时期继续
得到有效实施。 

    （二）《大清新刑律》 



    制定一部近代化的刑法典是清末刑事立法的最终目标。在删削旧律的同时，沈家本还主持了《大清新
刑律》的制定，聘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等为顾问，帮助草拟刑法典。对这部刑法典，宪政编查馆提出
的要求是“根本经义”、“推原祖制”、“揆度时势”、“裨益外交”。经过紧张起草，四易其稿，于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下半年编成《大清新刑律草案》，上奏朝廷。该草案在朝廷审议时，受到了以张之洞、劳
乃宣为首的礼教派的强烈反对。 修订法律馆不得不将此草案收回重新草拟。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
月）奉谕颁布，计划于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实施。该律与中国以往的刑事法律有本质的差别，主要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刑法结构。它彻底放弃了《大清现行刑律》所运用的篇目结构，改而采用西
方近代的刑法体例。法典分总则、分则两编，共53章，411条，另附《暂行章程》5条。其总则部分，相
当于传统刑法中的“名例”部分，但内容要丰富得多。分则大致相当于传统刑律中“名例”以外的部分，以罪
名为纲，分别规定各类犯罪及相对应的刑罚。这样的安排，既条理清晰，又便于检索。同时，该律采用了
新的刑罚体系，以新五刑取代了带有人身侮辱的旧五刑。新五刑的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
役、罚金；从刑有褫夺公权和没收两种。这些规定反映了中国刑法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内容具有西方近代刑法的特点。《大清新刑律》系统吸收西方近代刑法的原则和制度，如罪刑
法定原则、时效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责任年龄制度等。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一些
新的罪名，如妨害选举罪、妨害国交罪、妨害卫生罪等。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也考虑了中国的固有国
情，分则在罪名的编排次序上，首列侵犯皇室罪，次列政治犯罪及破坏行政秩序罪，再列危害社会公益及
司法秩序的犯罪、违反社会风俗的犯罪，最后列举侵害公民个人生命、身体、财产等权利的犯罪。将危害
公民生命、身体、财产的犯罪，置于违反社会风俗的犯罪之后，反映了立法者关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
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次序所持的态度。《大清新刑律》对《大清现行刑律》中颇受诟病的“八议”、“请”、
“减”、“赎”、“十恶”、“存留养亲”等制度，以及历代刑法典所附的“服制图”予以取消。 

    第三，进行了近代刑法原则与中国传统礼教习俗的调适。该律上奏朝廷后，受到了以张之洞、劳乃宣
等人的指责和非难。为此，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进行了辩护。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面：（1）“干名犯义”条的存废问题，也就是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的诉讼是否修入律文的问题。对这一
问题，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认为，从近代西方的法学理论来看，这一类诉讼属于自诉的范畴，由当事人
自行决定，国家法律不应过分干涉；而礼教派认为，中国社会向来重视纲常名教，如果允许卑幼控告尊
长，就会破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2）“存留养亲”是否继续保留的问题。所谓
“存留养亲”，是一种对有特殊情况的死罪案件实行特殊处理的制度，如犯罪人家中有父母需要赡养而该犯
罪人又是惟一赡养人，一般不按通常案件处以死刑，以使犯罪人得以供养其父母。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有其
合理之处。因为对於此种案件，如果将犯罪人执行死刑，会使其父母处于无人供养的境地，这不仅与当时
社会所认可的仁、孝等观念不符，而且会造成社会问题，因而礼教派主张保留此制。而法理派则认为，刑
法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借法律改良，收回治外法权，在西法并无此类规定的情况下，将此修入刑法，可能影
响收回治外法权。而且，这一规定不是教人向善，而是助人犯罪。（3）无夫奸和亲属相奸问题。礼教派
认为，这两类行为严重违犯纲常伦理，应从重处罚。法理派认为，这两类行为属于道德的范畴，应从教育
入手，寻求解决之道，不应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4）“子孙违反教令”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对这类行
为，家长可对子孙处以杖刑，或者将其呈交官府发遣。礼教派认为，对不听管教的子孙应赋予家长以处分
权，否则，尊长的权威将无法体现。法理派认为，子女不听教化纯属教育问题，不应纳入刑法的视野。
（5）卑幼行使防卫权的问题。礼教派从儒家伦理纲常出发，认为子孙不能对其父母行使防卫权。法理派
从权利对等的观点出发，认为正如子孙不能杀害其父母一样，父母也不能杀害其子孙；如果父母要杀害其
子孙，那么，子孙就可行使防卫权。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结果，是吸收了礼教派的部分观点，在新刑律
后面附上《暂行章程》五条。该章程规定，章程只对中国人适用，对外国人不适用。其主要内容是规定无
夫妇女通奸罪，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加重卑幼对尊长犯罪的刑罚，减轻尊长对卑幼犯罪的刑罚
等。对这一论争，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派代表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方向，而礼教派则代表了封建顽固派的
守旧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修律指导思想的论争，即是以封建礼教为指导思想，还是以近
代法律原理、原则为指导思想。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争论反映了世纪转变时期，中西法律文化的冲
突。 

    总之，《大清新刑律》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化的刑法典，它采用近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原则，又吸收了中
国传统的礼教、民俗，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成果。尽管由于礼教派的反对，在其
后附上了《暂行章程》五条，从形式上看，显得不伦不类；在立法技术上，该律的某些规定也稍嫌粗糙，
例如在罪名设置方面，它仿效西方近代刑法，加强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内容却
与当时中国社会脱节。由于清朝覆亡，该律未来得及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仍占有重
要地位，是以后中国制定刑法典的蓝本。 



    二、《暂行新刑律》 

    辛亥革命后，各地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做法不尽一致。有的直接援用清末刑律，有的对清末刑律加以
删改继续适用。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
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根据这一命令，北洋政府法部修改并颁布了
《暂行新刑律》。与《大清新刑律》相比，其主要修改点是：第一，删除了与皇权有关的条文，如“侵犯
皇室罪”全章12条，伪造或毁弃“制书”、窃取、强取或损害“御物”等7条，以及《暂行章程》5条。第二，
根据形势的变迁，对一些已经变化了的词语作了修改，如将“帝国”改为“中华民国”，“臣民”改为“人民”，
“覆奏”改为“覆准”，“恩赦”改为“赦免”等。其他内容全部照搬《大清新刑律》的条文。 

    修改后的暂行刑律分总则、分则两编，共52章。总则包括法例、不为罪、未遂罪、累犯罪、俱发罪、
共犯罪、刑名、宥减、自首、酌减、加减刑、缓刑、假释、赦免、时效、时例、文例等17章。分则包括内
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漏泄机务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骚扰罪、逮捕监禁脱逃
罪、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罪、伪证及诬告罪、放水决水及妨害水利罪、危险物罪、妨害交通罪、妨害秩序
罪、伪造货币罪、伪造文书印信罪、伪造度量衡罪、亵渎祀典及发掘坟墓罪、鸦片烟罪、赌博罪、奸非及
重婚罪、妨害饮料水罪、妨害卫生罪、杀伤罪、堕胎罪、遗弃罪、私擅逮捕监禁罪、略诱及和诱罪、妨害
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罪、窃盗及强盗罪、诈欺取财罪、侵占罪、赃物罪、毁弃罪等35章。刑种分为主刑和
从刑。主刑有5种，即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有两种，即褫夺公权和没收。从分
则的内容来看，它所列举的一些罪名，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但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没有完成
近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规定与社会现实还有一些距离，实施中会遇到一些不易克服的困难。 

    为了更好地适用该刑法典，指导司法审判，1914年12月24日，北京政府又颁布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
例》15条。其特点是：第一，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情节，并加重某些犯罪的刑罚。如强奸罪，《暂行新刑
律》规定只判处一、二等有期徒刑，条例增加“二人以上共犯”的情节，处刑也相应地加重为“死刑或无期徒
刑”。另外，对三人以上携带凶器，共同犯略诱罪，处刑也加一等。第二，明令恢复已经删除的《暂行章
程》，并扩大其内容。例如，尊亲属伤害卑幼，情节轻微，可免除刑事责任，但卑幼伤害尊亲属，即使情
节轻微，也要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可见，《补充条例》与《暂行新刑律》相比，已有很大变化。 

    不仅如此，北京政府还于1914年颁布了《徒刑改遣条例》、《易笞条例》，恢复了具有浓厚传统色彩
的笞刑和发遣刑。在此基础上，北京政府吸收上述补充条例的立法经验，制定了刑法修正案，并于1915
年2月17日交参议院审议。这个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38章，共432条。与《暂行刑律》相比，主要变
化是在总则中增加了《亲属加重》一章，分则增加了“侵犯大总统罪”、“私盐罪”，以及“补充条例”中的伦
常犯罪。这一草案未及议决，袁世凯政权就告垮台。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设立修订法律馆，重新修订
刑法草案，史称“第二次刑法修正案”。该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48章，共393条。该修正案采用近代西
方国家的刑事立法原则，废除了一些带有落后色彩的内容，体例上也有所发展。该草案由于政权的更替，
没有来得及公布。但它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的基础。 

    北京政府时期还颁布了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如《治安警察条例》、《预戒条例》、《惩治盗匪法》、
《惩治盗匪施行法》、《陆军惩罚令》等。其中有些属于特别法，主要用于对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各种力
量的镇压。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刑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继续沿用北京政府的《暂行新刑律》及单行刑事法规，另一方面，着手
制定新刑法典。1928年3月10日，国民政府的刑法典颁布，同年9月1日实施。该法是以北京政府《暂行新
刑律》、《第二次刑法修正案》为蓝本，吸收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刑法原则制定的。其刑罚分为主刑和从
刑。主刑主要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挽留、罚金五种。从刑有褫夺公权和没收。有期徒刑分为五
等，刑期分别从两个月到十五年以下不等，刑罚的加减以原有刑期的几分之几计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以刑法命名的刑法典。这部刑法典从颁布到被1935年公布的新刑法所取代，仅实施了七年时间。它采
用总则、分则两编体例，共48章，387条。总则包括法例、文例、刑事责任及刑之减免、未遂罪、共犯、
刑名、累犯、并合论罪、刑之酌科、加减刑、缓刑、假释、时效等14章。分则包括内乱罪、外患罪、妨害
国交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妨害秩序罪、脱逃罪、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伪证及诬告
罪、公共危险罪、伪造货币罪、伪造度量衡罪、伪造文书印文罪、亵渎祀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妨害农工
商罪、鸦片烟罪、赌博罪、杀人罪、伤害罪、堕胎罪、遗弃罪、妨害自由罪、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妨害秘
密罪、窃盗罪、抢夺强盗及海盗罪、侵占罪、诈骗及背信罪、恐吓罪、赃物罪、毁弃损坏罪等34章。 

    不难看出，这部刑法是在较为匆忙的情况下制定的，它虽然吸收了当时世界上出现的某些新的刑法原
则，但仍存在着很多缺陷。至1931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决定对该法进行修订。经过三



年的时间，新修订的刑法于1935年1月1日公布，7月1日起实施。 

    新修订的刑法分总则、分则两编，共47章，357条。同旧刑法相比，总则部分增加了“保安处分”一章，
精简了“文例”、“时例”两章，合并“刑之酌科”、“加减例”两章为一章，共有12章，即：法例、刑事责任、
未遂犯、共犯、刑、累犯、数罪并罚、刑之酌科及加减、缓刑、假释、时效、保安处分。分则规定了35类
犯罪：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投票罪、妨害秩序罪、脱逃罪、藏匿人
犯及湮灭证据罪、伪证及诬告罪、公共危险罪、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伪造度量衡罪、伪造文书
印文罪、妨害风化罪、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亵渎祀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妨害农工商罪、鸦片罪、赌博
罪、杀人罪、伤害罪、堕胎罪、遗弃罪、妨害自由罪、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妨害秘密罪、窃盗罪、抢夺强
盗及海盗罪、侵占罪、诈骗背信及重利罪、恐吓及掳人勒赎罪、赃物罪、毁弃损坏罪等。分则增加了“伪
造有价证券罪”一章，部分章节的内容有所增加，标题也略有变化。 

    该法在刑种方面，分别规定了主刑和从刑。主刑五种：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
刑二种：褫夺公权和没收。有期徒刑的刑期一般为2个月以上，15年以下，最高可加至20年，最低可低于
2个月。拘役的刑期为1日以上，2月未满，最高可加至4个月。罚金为1元以上。褫夺的公权包括：（1）
充任公务员的资格；（2）公职候选人的资格；（3）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资格； 没收的
对象主要是：（1）违禁物；（2）犯罪所用之物或预备犯罪所用之物；（3）赃物。另外，《三五刑法》
还设立了刑罚易科制度。所谓刑罚易科是指对一些轻微的犯罪，法院判决后，由于出现了特殊的情况或存
在某些特殊的原因，可以其他方式替代原判刑罚的制度。刑罚易科主要有三种：易科罚金、易服劳役、易
以训诫。在上述三种易科方式中，以易科罚金的适用条件最为严格：（1）所犯之罪最重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2）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3）受刑人因健康、教育、职业、家庭等原因，执行刑罚
有明显的困难者。至于易服劳役、易以训诫两种方式，适用条件比较简单，判处罚金刑而无力缴纳者，可
易服劳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且可宽宥者，易以训诫。 

    与1928年刑法及此前出现的其他近代刑法相比，1935年刑法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参考各国法律，包括1932年波兰刑法、1931年日本刑法修正案、1930年
意大利刑法、1928年西班牙刑法、1927年德国刑法草案、1926年苏联刑法等。在指导思想上，该法吸收
了国外的“社会预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对犯罪人科刑，不是为了报复他的恶行，而是为了预防犯
罪的再次发生。因此，对比较危险的人群，或曾经犯罪的人，应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必要时可送入特
设的习艺所或类似的机关，以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保安处分”就是这种理论的体现。其基本特点是在刑
罚之外，根据犯罪人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在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同时，使其得到教育改造。20世纪
20年代以后各国刑法普遍采用了这种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1935年刑法关于“保安处分”专设一章，规定
因不满14岁而不能处以刑罚者，可令入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或加以管束；因心神失常而不罚
者，可令入相当场所，施行监护，或加以管束；凡吸食毒品之罪者，亦令入相当场所，施以禁戒，或加以
管束；因酗酒而犯罪者，可于刑罚执行完后，入相当场所禁戒，或加以管束；有犯罪习惯或因游荡懒惰成
习而犯罪者，可于刑罚执行完后令入劳动场所强制劳动；对于隐瞒疾病致传染于人者，可令入相当场所强
制治疗；受缓刑之宣告者，在缓刑期内可交由警察官署或自治团体或本人之最近亲属等加以管束；外国人
被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于刑罚执行完毕后驱逐出境。这些规定体现了当时刑法发展的一般趋势。由于
“保安处分”制度在实施中有较大的灵活性，容易被当政者用来作为镇压敌对力量的手段，因而在政治上受
到反对者的批判。其实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实施“保安处分”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制
度几同虚设。 

    第二，保留了一些体现中国传统的内容。该法中的“伪证及诬告罪”、“伤害罪”都规定，侵犯直系血亲尊
亲属，要比侵犯一般人加重处罚。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实施诬告、伤害、遗弃、妨害自由等犯罪行为时，
要比常人加重量刑二分之一；对于普通人施加暴力而未致伤者，一般不构成犯罪，对直系血亲尊亲属施加
暴力，未致伤也构成犯罪，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普通杀人法定罪最低刑为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若所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则最低刑为无期徒刑。此外，还规定有亲属关系者可以减轻或
免除其藏匿、纵放罪犯等所带来的刑事责任。纵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脱逃者，一般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但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可减刑。帮助有一定亲属关系的犯人隐蔽罪行、湮
灭证据等，也可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但有的规定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未予考虑。如该法关于重婚罪规
定：“有配偶而重为婚姻，或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婚者，亦同”。这个规定
没有将中国实际存在的纳妾现象考虑进去。最高法院在1935年上字第1229号判例中认定：“重婚罪之成
立，必以正式婚姻为前提，如仅买卖为婚，并未具备结婚方式者，本不发生婚姻效力，自不成立重婚
罪”。 按照这个判例，男性纳妾可视为买卖婚姻，不是正式婚姻，就可以不构成重婚罪。这样法律规定重
婚罪的意义就大大降低了。 

    第三，维持对“内乱罪”的处刑力度。同1928年刑法相比，新刑法对普通刑事犯罪降低了量刑的幅度，



而对“内乱罪”则维持原来的量刑水平。规定凡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手段变更国宪、颠覆政
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处以无期徒刑；对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六个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凡以暴力从事此类行为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处死刑或无期
徒刑；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对于“内乱罪”，只要有犯罪
故意，至少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面临着日本进一步加
深侵略的威胁，同时国内又存在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剧烈冲突，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南京国民政府通过
对某些行为的严厉处罚，来增强对反对力量的镇压。 

    第三，继承清末以来中国刑事法律近代化发展的成果，系统采用近代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原则，如罪
刑法定原则、罪刑适应原则、罪刑人道主义原则等，这使得该法至少在形式上成为近代中国刑法中较好的
一部。在刑法的溯及力方面，该法采取了“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说，犯罪行为发生后，法律有变更
者，适用裁判时的法律；但变更前的法律有利于行为人时，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但随着社会矛盾
的激化，这一规定在《惩治叛乱条例》施行后，实际上被取消。 

    第四，保护私有财产和经济秩序，严惩各类经济犯罪。该法有关经济犯罪的内容占全部法典的三分之
一，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侵占公私财产的犯罪有“盗窃罪”、“侵占罪”、“赃物罪”、 “恐吓及掳人
勒赎罪”等。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有“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伪造度量衡罪”、“妨害农工商
罪”、“欺诈背信及重利罪”等。这些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经济命脉紧密联系，如果没有
严格的法律保护，势必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当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
夜，为了动员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管理。 

    1935年刑法颁布后，出于当时的需要，国民政府又制定了许多单行法，其中多数属于特别法，具有较
高的法律效力。这些特别法大部分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的，如《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
罪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惩治盗匪条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治
暂行条例》、《共产党人自首规定》、《戡乱时期危害紧急治罪条例》等。这些特别法的共同点是：第
一，补充和扩大了刑法关于犯罪的内容和犯罪的范围；第二，刑罚残酷、刑期较长；第三，此类犯罪一般
适用特别的程序，由特别的司法机关进行审判，甚至进行秘密审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没有保障；第四，
其打击的重点是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的人士。 

    中国近代的刑法，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单行法律、法规，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颁
布的刑事法律、法规等。南京临时政府除沿用清末刑律草案外，所颁布的主要法规有《维持地方治安临时
军律》等关于军人犯罪的法规，以及《严禁鸦片通令》、《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内务部报告禁赌徒
呈》等禁烟禁赌的法令。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颁布的刑事法律、法规有《陆军刑律》、《党员背誓条
例》、《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禁烟条例》、《国民政府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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